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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村超”自2023年5月以来火爆出圈，以“民族文化 + 体育竞技 + 新媒体营销”模式发掘了乡村

文化传播的新形式，助力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的乡村振兴发展。本论文以贵州榕江县“村超”赛事为

例，分析在数字传播时代，榕江县“村超”赛事的文化营造作为数字人文项目如何建构乡村记忆的景观

与路径。研究发现：“村超”作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营造的数字人文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新景

观，其形式再生产、内容再生产和意义再生产都适用于“村超”的破圈传播。同时，“村超”的文化营

造需面向数字人文的建构观，即从主体逻辑、数据逻辑和技术逻辑分析记忆主体的多元化、记忆客体的

多样化和记忆中介的数字化来建构数字时代的乡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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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llage Super League” in Guizhou has been popular since May 2023, exploring new forms of rur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odel of “national culture + sports competition + new media mar-
keting”, and help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ongjiang County, southeast Gui-
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Village Super League” competition in Rongjiang County, Gui-
zhou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how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Super League” competi-
tion in Rongjiang County, as a digital humanistic project, constructs the landscape and path of rural 
memory in the era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Village Super League” is the 
rural memory in the era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humanity created is a new land-
scape of social memory reproduction, and its form reproduction, content reproduction and mean-
ing reproduction are all suitable for the broken circle communication of “Village Super League”.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Super League” needs to be oriented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of digital humanity, that is, from the subject logic, data logic and technical logic 
to analy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emory subject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emory objects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memory intermediaries to construct rural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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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5 月 13 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所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

“村超”由榕江县三宝侗寨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缩略而成，是网友们对其亲切的称呼。同年，

“村超”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月 23 日发布的 2023 年度乡村振兴十大新闻之一。诸如以“村”字打

头的农村体育赛事热度爆棚，“村 BA”“村超”“村排”“村兵”等“村味”体育活动有力推动文体旅

农商协同共进，为乡村振兴增添了强劲的文化动力。 
因此，与“村超”赛事有关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急需总结，本文主要探究贵州榕江县“村超”赛事

在数字传播时代下，其文化营造作为数字人文项目对乡村记忆建构的具体情况，旨在揭示“村超”这种

新兴乡村文化传播模式如何通过数字人文手段塑造乡村记忆的景观与路径。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提出以

下问题：榕江县“村超”的文化营造作为乡村记忆在数字传播时代是否发生嬗变？是否搭乘数字传播时

代的“顺风车”建构数字记忆，形成数字人文项目建构乡村记忆的新景观？“村超”的文化营造具有哪

些借鉴意义的方法或路径？ 
此外，本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将贵州“村超”这一热门且具有独特性的乡村体育文化现象置于数

字人文与乡村记忆建构的交叉视角下进行研究，打破了以往单一从体育赛事或乡村文化传播角度的研究

局限，为理解“村超”现象提供了多维度视角。另一方面剖析“村超”赛事文化营造中数字人文的社会记

忆再生产功能，主要考察形式、内容和意义再生产以及其承载的功能，并从主体逻辑、数据逻辑和技术

逻辑探讨乡村记忆的建构路径，有着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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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乡村记忆内涵与外延 

2.1. 乡村记忆的内涵 

作为学术界公认的“集体记忆”提出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同一群体对过往事件认

知的集体建构[1]。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学者保罗·康纳顿提出“社会记忆”概念，其表明社会记忆是

某一群体因共同历史、经历或文化背景构建起的有形或无形关联，该关联助力群体成员共享过往经验，

于当下社会实践达成共识[2]。在此之后，阿斯曼夫妇提出的“文化记忆”，不仅继承了集体记忆的精髓，

更是对前者的补充。接着丹尼斯·沃尔德从地理学层面剖析乡村记忆，提出乡村记忆由不同地域空间尺

度的记忆主体塑造而成，是乡村主客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地理作用进程的结晶，是长期历史生产与生活

实践里人地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情感与价值感知[3]。 
乡村记忆是指在村落起源、变迁和发展过程中，借助各类地理媒介、符号以及载体所蕴含的记忆，

其既着重于主体对乡村空间的田园景色、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民俗风情等自然与人文地理历史记忆，

也关注记忆产生期间社会环境要素的作用以及空间映射[4]。语言和景观等地域要素承载的乡村记忆构成

了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地方特色知识的独特表达方式，也是本土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基础。

乡村记忆既增进本地群体的文化归属感，又为本土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珍贵的资源渠道，乡村记忆并非

仅从地域视角出发，也是全球视野下多元文化元素交融汇聚的集成呈现。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记忆的研究主题涉及档案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其

中档案学是乡村记忆研究的主力学科。而在众多关于记忆的研究领域中，关于新媒介如何影响乡村记忆

的研究尚有空白，有关乡村记忆的研究仍停留在线下物质层面的记忆回归上。 

2.2. 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 

正如邵鹏学者所言，数字记忆已成为大势所趋。随着新兴媒介在乡村地区的全面普及，乡村记忆的

接续与传承应同时注重线上线下两个层面，因此，探寻新媒介与乡村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数字时代，乡村记忆既包括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新记忆，也涵盖了通过数字化手段转化和保存的传统乡

村记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乡村记忆得以被数字化保存、可视化表达，并借助网络平台进行集成、

展示与广泛传播。记忆主体要将存储在大脑中的记忆信息表达出来，必须借助记忆中介(即各类记忆媒介)，
如语言、器物、动作、文字、图像、录音等外在工具。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数字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

直接影响乡村记忆的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也直接关涉到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传承建构乡村记忆。 
数字化促使个体的感知、记忆、经验与知识等信息迅速且大量地汇集于互联网空间。集体智慧同集

体记忆在互联网中相互交融，持续为这一宏大的全球信息网络增添崭新的信息、能量与活力。由此，互

联网演变成一个具备海量数据的存储与记忆核心，能够主动、高效地收集、处理、加工、分析和传播信

息，进而成为一个具有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信息主体。全球信息库和知识库成为每位地球居民可以随时

访问、检索、提取和使用的“随身宝藏”[5]。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记忆的共享与传播加强了个人与集

体之间的联系，个人的数字体验总是凝聚着同一时期社会共同的记忆，体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记忆

建构的有机结合。 
目前，围绕“村超”个案的研究层出不穷，多数立足于乡村体育赛事和乡村振兴的角度展开。但从

数字传播时代乡村记忆的建构角度出发的论文较少，从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的建构视角围绕“村超”

全网火爆出圈进行的研究暂时缺位。 

3. “村超”作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 

“村超”作为数字时代的乡村记忆，依托数字传播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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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文化进行双向互动。榕江县的“村超”赛事作为一种地方性表达，凭借记忆，乡村的物理空间得以转

变为蕴含情感价值之所。在数字化浪潮中，各地乡村文化突破时空的藩篱，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全面

的沟通、交流与互动。 

3.1. 作为传统乡村记忆的“村超”：语言、行为和景观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记忆的研究主要涵盖语言、行为与景观这三个维度，一是以口头语言为主要媒介

实现记忆传承与扩散；二是以人类行为为核心载体的记忆展演，三是以景观建筑为主要符号的记忆承载。

接下来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村超”展开论述。 
首先，以口头语言为主要媒介实现记忆传承与扩散。通过口头讲述历史故事、俗语谚语这类内容，

彰显出地方的人文特色，承载着地方记忆。“村超”赛场上唱响的侗族大歌展现了榕江县的侗族文化，

承载着黔东南州的侗族记忆；同时赛场上苗家阿妹的苗语解说传承扩散了榕江县的苗族文化；再加上英

文的解说为国际观众接触“村超”提供了语言的接近性，打破语言建构的巴别塔，使得“村超”进行全球

化传播。 
其次，以人类行为为主要载体的记忆展演。仪式作为一种操演语言，属于人们在地理环境中的行为

呈现方式。相较于静态的记忆载体，以活态传承为核心的仪式活动在记忆保存与传承上更具弹性与深度。

在活态传承进程中，人作为主体的行为表现展示了历史，借助体化实践，过往记忆持续被激活，进而对

记忆的构建发挥作用。“村超”赛事由村民自主组织，球员由村民组成，比赛有村趣，奖品有村味，将侗

族文化、非遗民俗和足球精神融合在一起。“村超”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们换

上民族盛装，轮番登台表演侗族琵琶歌、水族芦笙铜鼓舞、瑶族舂杵舞、苗族芦笙舞等颇具民族风情的

歌舞和演奏特色乐器。通过体化实践，过去的民族文化不断被回忆，在数字传播时代展演出新的乡村记

忆。 
最后，以景观建筑为主要符号的记忆承载。“村超”足球场的物理空间从过去的村民生产生活空间

逐渐转变为以提供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为主的消费空间，既凝聚着榕江县的情感与记忆，又彰显出苗族

侗族典型的符号表征，在融入外界想象的同时也成为创建和延续地方认同的载体，踊跃投身于全球交流

之中。为迎合客源市场需求和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榕江县三宝侗寨的物理空间从过去的村民生产生活空

间逐渐转变为以提供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为主的消费空间，乡村景区化带动榕江县的经济发展，提高村

民收入。 

3.2. 数字传播时代“村超”的乡村记忆表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目前，“村超”等乡村体育赛事已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对于乡村地区而言，

承办体育赛事，搭乘数字媒体，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使体育赛事成为“共享共乐”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有助于促进民族之

间的沟通与互动，“村超”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有显著成效。在“村超”赛场上，所有参与者不

分地域与民族，共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2.1. 乡村文化“交往化” 
“村超”赛事期间，不同民族基于物质交换和基本合作进行日常互动与交流，初步形成民族交往阶

段。在乡村旅游和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去榕江县看一场球，或者亲身踢一场球，尝尝当地的卷粉、牛瘪、

酸汤鱼等特色美食，再顺便游览和感受一下苗寨、侗寨风情，成了去“村超”的“标配”，是游客们感受

乡村文化、非遗民俗、足球精神的仪式活动。杀猪的、教书的、干工地的、卖卤菜的、做卷粉的……来自

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组成一支支球队汇聚榕江县，呈出一场场全民运动、全员参与的比赛。“民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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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是“村超”的标签，也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3.2.2. 乡村文化意象“交流化” 
随着交往的深入，民族间的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包含着文化、思想、艺术等，交流频

次高，是较高水平的文化空间层次，深入到民族交流阶段。“村超”参赛的球队也会将民族服饰元素融

入队服设计，在比赛服上加入苗族的刺绣花纹，或是侗族的彩色织锦图案。在赛前热身和入场仪式环节，

球员们展示带有民族文化元素的队服，成为了民族文化交流的流动窗口。球员们来自不同民族，互相交

流队服上民族元素的来源和意义。这种交流增进了不同民族球员之间对彼此民族文化的认知。球员们的

奖品大多是当地特产，第一名队伍的奖品是本地小黄牛、第二名小香猪、第三名小香羊、第四名本地鹅，

价格不高，却充满了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意象混合化促进足球文化与榕江县

的苗族、侗族文化相互交融，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3.2.3. 乡村文化“交融化” 
在民族交流的基础上，各民族通过频繁的相互接触、深入了解、彼此学习以及逐步认同，其民族特

征渐渐走向趋同，进而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共同体。一方面表现在物理空间的交融，榕江县位于贵

州省东南部，属珠江、长江两大水系分水岭，位于湘黔桂三生(自治州)结合部中心地带，素有“黔省东南

锁钥，苗疆第一要区”的美誉。榕江少数民族众多，苗族侗族水族等 16 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占

总人口的 83.9% [6]。侗族大歌、芦笙歌舞、民族舞蹈、摆王木鼓舞、齐跳多耶等在同一个广场共舞，在

长期相互切磋中实现融合，形成共同的文化磁场。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化空间上，赛场上啦啦队的表演也

融合了民族文化。啦啦队成员将民族舞蹈动作与现代啦啦操动作相结合，把苗族舞蹈中的旋转动作和跳

跃动作融入到加油助威的啦啦操中，同时配上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节奏。这种创新的表演形式不仅为比

赛增添了活力，还促进了民族文化在现代体育活动中的传播。不同民族的啦啦队成员在排练和表演过程

中相互学习动作和节奏，加强了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随着三个阶段的由浅至深，从初级到高级的依次递进，伴随着物理空间的交融，承载榕江县乡村性

的文化空间也发生着变迁。为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榕江县的原生民族文化

在具体场域中开始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乡村文化的真正内涵，巩固了当地村民们原有的文化记忆，增

强了村民们的文化认同感。 

3.3. 数字时代乡村记忆的嬗变：“文体旅农商”多产业协同发展 

作为榕江县民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地方乡村文化记忆，“村超”以“村 + N”模式强势出圈，打造

“村 + N”的乡村文化文旅品牌 IP，是榕江县三宝侗寨少数民族文化的具象化表达。榕江县“村超”的

文化营造依托数字载体，作为数字时代的数字人文项目，打造了专属于地方的“文体旅农商”的多产业

协同发展，具体表现为把“体育 + N”落到实处，即着力打造“民族文化 + 体育 + 旅游 + 农业 + 商
业”的协同发展。贵州“村超”的破圈传播依托于数字时代专业化、沉浸式的传播矩阵，主流媒体和地方

媒体协同合力打造的“同心圆”传播模式，助力“村超”成为现象级传播的乡村文化。多渠道、全方位、

沉浸式地传播造就乡村地方民族文化，构建榕江县三宝侗寨的文化景观，延伸了“村超”作为数字时代

乡村记忆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了地方文旅品牌打造与赛事 IP 提质增效。 
贵州榕江县“村超”的文化营造作为数字人文，利用数字经济赋能体育赛事，并与各行业深度融合，

着重打造以“文体旅农商”为核心的赛事融合发展格局。借助体育赛事集聚优势打破政策与行业壁垒，

加速资源开放共享，并借机盘活闲置低效的旅游、餐饮、住宿、农产品等项目资源。贵州“村超”巧妙地

将农产品展销和足球赛事举办协同发展，以农特产品的乡土气息赋能地方文体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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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经济”的品牌 IP。通过多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推进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贵州榕江借助“村超”

的势头，联动沿线的台江“村 BA”、肇兴千户侗寨、雷山郎德苗寨等多个具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区，还

原自然生态秘境与独特地域文化，提升贵州乡村的知名度与吸引力。同时，注重提升赛事服务质量，为

游客提供多元化优质服务，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幸福感；进一步优化县城及周边的服务产业，促进餐饮、

住宿、旅游、交通等服务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吃好”“玩好”“住好”的优质旅游服务。 

4. 构筑数字人文景观：数字传播时代乡村记忆的新景观 

景观社会理论由居伊·德波等人提出，“景观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已经物化

了的世界观，正如物与物的交换才能称之为社会，景观与景观之间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才完成了众

多景观与景观之间的交换，从而形成景观社会[7]。”景观社会是“村超”破圈传播的重要背景条件，也

为探讨“村超”的现象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理论研究视角。 

4.1. 展演民族精神生活的新景观 

在数字传播环境下，因中介化的特性致使传播权力下移，新的景观社会应运而生，在数字传播时代

的景观社会中，人们观看景观、交换景观的权力更趋自由，促进了“村超”的火爆出圈，三宝侗寨历史底

蕴丰富的建筑和苗族侗族多元的非遗民俗正是榕江一直在寻找的适合当地优势的景观。 
乡村文化借力数字化中介手段从两方面展演数字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化生活。首先，从融合性维度来

看，智能移动终端可将视频、图片、文字等传统媒体的特性加以整合，令观察者能更便捷地感知景观。

“村超”赛事构建起较为完备的短视频营销体系，近年来榕江践行“让手机变成新农具，让数据变成新

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的“新三变”策略，让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为了让整体的传播营销更加市场

化、专业化，县里特地成立了“村超新媒体专班”，专人专岗，特事特办。其次，在交互性方面。在景观

环境里，表演者与观察者处于能够相互交流的情境之中，具备交互性。这是由于表演者期望得到观察者

的回应，并依据观察者的反馈对自身表演形式予以调整。这种互动让景观社会的景观化特征愈发显著，

甚至会催生出次景观现象。 
“村超”用“神秘多彩民族文化 + 全民足球氛围 + 新媒体运营”，立足“群众主体、群众主创、

群众主推、群众主接”，激发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振兴，先努力制作正能量的短视频内容让榕江出圈，再

探索如何带领榕江人民步入创业致富之路。 

4.2. “村超”营造的数字人文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新景观 

数字时代推动了急邃的价值颠覆和知识重组，促发了迷幻的自我革新和学科想象，重塑了全新的消

费景观和社会图景，也催生了绝伦的学科新象呱呱坠地。“数字人文”应运而生，作为人文计算概念的

升级，“数字人文”于 2001 年被正式提出，成为一种遍及全球且“超越历史、跨越媒介”的知识生产与

集呈的新方式[8]。国内较早研究“数字人文”问题的武汉大学王晓光教授，在演讲中对“数字人文”的

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阐释了数字人文如何逐渐取代人文计算。朱本军和聂华指出，数字人文的内容主

要集中在四个层次：一是人文数据库或数据集的建设。二是人文数字工具的开发使用。三是创新人文研

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四是人文领域的创造性破坏与建设[9]。“数字人文”是指围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

定的研究对象、知识本体的数字化保存和应用所进行的相关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组织、服务、研究、

教育等活动的总称[10]。 
社会记忆再生产理论源起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该理论运用动态、辩证、连续且立体的视角剖析

社会记忆现象，聚焦社会记忆发展的全过程与全景观，涵盖内容的再生产、形式的再生产和意义的再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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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形式再生产 
数字人文借助技术助力，能够达成对口头传承、体化实践、刻写实践、文献记录、文物遗迹等记忆

形式的拆解与重塑、转换与融汇，把固态且已有的记忆样态转变为流动的数字化形式。原本实体或模拟

形态的记忆资源也可轻松转化成数字内容，实现长期存储、灵活开发以及永续运用，该记忆模式的调适

与变动让记忆资源逐步趋向信息化与数据化。在“村超”赛场上唱响的侗族大歌经过短视频传播体现了

榕江县当地的侗族文化，储存着黔东南州的侗族记忆，把已有的民族语言转化为数字化的二进制符号，

令文本、影像、声音在时空序列中相互交融，将乡村民族文化的历史画卷徐徐铺陈。把数字技术运用到

记忆实践环节，催生出诸多形式各异的原生数字资源内容，村民们在互联网上二次创作关于“村超”赛

事的数字记忆，将记忆形式开始重构、转化与融合形成数字传播时代记忆再生产的新景观。 

4.2.2. 内容再生产 
数字人文实现了对社会记忆的发掘、编码、重构、强化与改写操作，这是一个梳理过往、固化记忆、

消除含糊、娓娓道来的过程，在从审视其形态到辨析其内涵期间，能够催生出带有情境性与移情作用的

叙事力量。“记忆的构成”从静态意义上来看，主要包括“主体、客体与中介”，即谁、回忆什么以及如

何回忆，“村超”赛事的火爆出圈使得全球通过体育活动回忆着黔东南的乡村文化，这种构成在历史进

化的动态过程中不断被重塑。从记忆的客体-内容再生产而言，“村超”所展现出的黔东南乡村文化元素

成为了核心素材。古老的村寨建筑风貌，如鼓楼、风雨桥的形象，借助赛事宣传、赛场布置以及网络传

播等途径，被转化为具有代表性的视觉符号，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衍生出关于黔东南乡村空

间布局与建筑智慧的新认知。传统的民俗节庆活动，如苗族的姊妹节、侗族的萨玛节等，它们的仪式、

习俗与“村超”的热闹氛围相互映照，在记忆内容中被重新加工，成为全球瞩目的独特文化亮点，激发

着更多人对其背后所蕴含的家族观念、社群关系以及宗教信仰等深层次内涵的探究欲望。而且，乡村中

代代相传的手工艺记忆，如苗族的银饰锻造、侗族的织锦技艺等，也因“村超”而有了新的展示平台，其

精美的制品成为赛事周边的特色纪念品，在人们把玩、欣赏、购买的过程中，手工艺的记忆从单纯的技

艺传承转变为一种融合了文化价值、审美趣味与情感寄托的综合性记忆内容，不断丰富着“村超”所承

载的黔东南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推动着这种记忆在更广泛群体中的传承与创新的再生产。 

4.2.3. 意义再生产 
意义再生产是数字人文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一方面，数字人文借由追溯历史场景，能够拓展历史记

忆的维度、提升历史记忆的可信度、梳理历史记忆的演进脉络。榕江乡村足球赛有着久远的历史，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村民们在河边草地开展足球竞赛。一群热爱足球的村民耗费两三个月平整土地，清除杂草，

砍下树枝制成球门，并用石灰粉绘制场地线，自制出简易的露天足球场。河边足球场见证了早期数届“村

超”。在最为热闹时，有 15 支球队参赛，赛场周边满是观众。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此类足球赛从未中

断，浓厚的足球氛围深植于榕江人的记忆之中。另一方面，数字人文能够运用多种形式展现文化魅力、

唤起文化记忆、提升文化自信。其对民俗乡规的呈现、对地理风貌的描绘，均在重塑社会交往情境，强

化集体记忆。“村超”成为凝聚地方文化认同的核心事件。无论是榕江本地的侗族、苗族还是其他民族，

都能在“村超”中找到家乡文化的归属感，在赛事的组织、参与过程中强化了对本地文化的认知。当地

居民在准备特色美食摊位时，会深入挖掘和展示本民族美食文化的精髓，像侗族的腌鱼、腌肉等传统美

食制作工艺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重视，并且成为代表地方文化的符号。 

4.3. 数字人文的社会记忆再生产功能 

4.3.1. 数字化的记忆存储功能 
原本呈实体或模拟形态的记忆资源可顺利转化为数字内容，实现长期保存、灵活开发与永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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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记忆模式的转变促使记忆资源渐趋信息化与数据化。“村超”的文化营造项目中数据资源库、研究

工具、研究平台等构筑了一个赛博空间，其中涵盖的“地缘性的具体事物”，如数字化的建筑、足球场、

纪念馆，以及“抽象或思想性的事物”，如数据化的标志、口号、“村超球王”都成为记忆的栖息之地。

为固态的记忆载体，如三宝侗寨的足球场、动态的仪式活动等提供数字化储存，记忆主体通过固态的体

化实践或刻写实践承载乡村记忆的符号意义。 

4.3.2. 可视化视觉影像展演乡村记忆 
数字人文借助可视化与叙事化手段展现具备视觉意义的记忆符号，营造独具创意的多维度感官体验，

其中隐匿着由影像所引发的情感与价值层面的视觉隐喻，构建起影像所表述的社会关联与交往模式。伴

随数字人文不断朝多媒体产品等中介化事物延伸拓展，在记忆资源的数字保存、文本编码、数据汇聚、

知识探寻、信息可视化等领域得以应用，数字人文项目在可视化呈现方面已炉火纯青。“村超”的文化

营造中，描摹、可视化了“村超”赛事的参赛人员、比分情况、赛事奖品等多方面的人文脉络，展示出

“村超”赛事破圈的全过程和催生数字人文的新景观，“可视”是数字人文记忆展演功能的直接表达。 

4.3.3. 数字人文的记忆想象功能 
数字人文偏向想象，它重现了消逝的历史景象，清理和祛魅庞杂晦暗的历史记忆。数字人文的诗化、

神化、艺术化之途为社会记忆插上想象的翅膀，进而构建起信息时代新的“想象共同体”。《2019 数字

人文宣言》宣告，数字人文赋予人们过去难以想象的空间，让人类拥抱闻所未闻的机运。为推进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实现乡村振兴，充分融合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榕江县的原生民族文化在具体场域中开始交

往交流交融，体现了乡村文化的真正内涵，巩固了当地村民们的原有文化记忆，增强了村民们的文化认

同感，构建榕江县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5. 数字传播时代乡村记忆的建构路径 

在现代化发展、传统乡村面临巨大转变的背景下，为保护并长久留存乡村记忆，需开展诸多乡村记

忆保护措施。本文主要以周耀林和刘晗两位学者提出的三种建构路径为理论依据[8]，阐述“村超”作为

数字时代乡村记忆的建构路径。 

5.1. 主体逻辑建构的维度：重返在场的记忆主体多元化 

从记忆的主体而言，书写时代的刻写实践使得记忆脱离主体的身体而存在，在数字时代身体却依托

技术而重获“身体在场”，以“数字身体”存在于记忆空间。这样一种崭新的在场传播方式，必然改变着

人对自身、他者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孕育着新的交往方式与行动可能，从而影响着人们记忆的内容，并

通过数字技术的处理使各种记忆元素之间建立关联与联想，使得记忆的内容“丰富又活泼”。记忆主体

从在场的群众参与机制到政府主导的“一元”模式，再发展为组织机构间的“多元协作”，最后旨在凸出

全民参与，形成网状式建构方法，实现“村超”记忆建构从在场到离场再重返在场的记忆主体多元化。 
首先，在“村超”的叙事中，记忆主体从在场的群众参与机制展现出独特而多元的内涵与魅力。当

一场“村超”赛事开启，在场的群众便以最直接、最鲜活的方式融入其中，成为记忆构建的核心力量，观

众们在比赛的紧张时刻发出阵阵呐喊与欢呼，这种情感的交互成为记忆的生动注脚。在场的群众参与机

制还体现在文化展示环节。中场休息时展示的民族舞蹈邀请在场的观众们加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群

众不仅是文化的观赏者，更是文化传播与记忆传承的参与者，通过自身的体验向更多人传递着这些文化

记忆。围绕“村超”的美食体验也是群众参与记忆构建的重要部分。在场的群众们品尝美食的过程与“村

超”的热烈氛围交融，成为独特的记忆元素，通过在场群众的味蕾与情感，编织进关于“村超”的集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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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网络之中，从而使得“村超”的记忆在群众的参与下变得更加丰富、立体且持久。 
其次，在“村超”的记忆建构中，基于政府权威构建垂直式“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体系，即由政府

组建专门工作小组进行集中管理达成资源整合，为了让整体的传播营销更加市场化、专业化，县里特地

成立了“村超新媒体专班”，专人专岗，特事特办。政府先规划蓝图，选建场地时兼顾规模、设施与交

通，打造优质观赛空间。赛事组织上，严格审核报名队伍，精心编排赛程，组织专业裁判执法，确保竞技

性与公平性，这些构成赛事规范性记忆。宣传推广时，整合媒体资源，传统与新媒体并用，制作精美视

频展示赛场、文化与美食，扩大传播范围。文化挖掘中，引导开发民族文化，将苗族高脚竞速、侗族抢花

炮等传统体育融入赛事，使民族文化与“村超”记忆相连。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改善交通，整治环境，为

赛事提供保障并塑造背景印象。此“一元”模式从多方面构建起丰富多元的“村超”记忆体系。榕江的特

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群众力量，在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同时，于市

场调节失灵之处落实社会保障工作，有效推动地方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再者，不同机构、组织与行业之间“多元协作”的横向合作关系通过平等协作与优势互补发挥各参

与主体资源的最大优势。“村超”能够火爆出圈的关键要素离不开央视新闻等专业团队和个人网红纷纷

加盟并积极推介，同时主动牵手撒贝宁等名人之间横向合作的主体优势。凭借央媒、网红之力，并隔空

向足球圈名人发出参与话题、莅临活动现场的邀请，巧妙借助名人效应，大幅提升了活动的热度与影响

力，使得“村超”在众多活动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广泛关注。 
最后，基于群体智慧的思维启发，旨在凸出全民参与的实现机制，形成网状式建构方法。在当今数

字化时代浪潮的席卷之下，基于数字化技术这一强有力的中介手段，“村超”的记忆主体得以实现重返

在场。借助高清直播技术，即便观众远在千里之外，也能够如同身临其境般真切地感受到“村超”赛场

上那激情澎湃的每一个瞬间。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运用更是为记忆主体的重返在场提供了便捷通

道。观众们可以在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实时分享自己对“村超”的感受与见解，上传比赛的精彩片段。这

些分享如同桥梁一般，将分散在各地的人们紧密相连，让更多未曾亲身经历“村超”的人也能间接感受

到其魅力，而曾经在场的人则能通过回顾这些分享再次回味当时的美好，实现记忆的重温与情感的回溯，

从而在数字化的维度里重新构建起与“村超”紧密相连的在场体验。榕江“村超”出圈关键之一是新媒

体的发展，榕江借国家“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建设之契机，全力发展新媒体。针对非遗

传承人、返乡创业青年、易地扶贫搬迁人员以及留守妇女等群体，开展短视频直播培训，成功孵化超 1.2
万个短视频账号与 2200 余个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11]。 

5.2. 数据逻辑建构的维度：从赛事到乡村文化的记忆客体多样化 

“村超”作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文化，其记忆客体不仅包括赛事活动，还包括榕江县丰富的乡村

文化与民俗活动，使得榕江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独特魅力。在“村超”

的带动下，榕江古老的民俗技艺、传统的民族服饰以及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都逐渐成为数字传播时代

用户记忆中的瑰宝。每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不仅仅是球员们在绿茵场上的拼搏，更是与乡村文化背景

相互交织的视觉盛宴。观众们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也能领略到当地独特的歌舞表演、特色美食以及

别具一格的手工艺品制作。这些记忆客体的多样化，不仅拓宽了乡村文化的传播广度，也加深了人们对

乡村记忆的理解深度。 
“村超”在保护当地文化形式特色化的基础上，激发苗族、侗族等民族文化乡村记忆资源的新活力，

以工程建设为主，多种方式并进乡村记忆保护工程建设措施，以“非遗民俗 + 足球精神”建设固态的记

忆客体——足球场，这为乡村记忆提供了保存场所，保证充满乡村文化的足球比赛等动态仪式活动有的

放矢地举办，并有助于向公众展示和传承乡村记忆。截至目前，榕江县已打造出县级足球特色学校 4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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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校园特色学校 14 所、足球场 25 块，均免费开放[11]。“非遗民俗 + 足球精神”的融合，把

当地民族文化记忆内涵传递给每一位热爱足球文化的人，既优化了记忆环境，激活了记忆场所，也让记

忆内涵更为丰富。 

5.3. 技术逻辑建构的维度：可视化呈现的数字化中介 

在过去，榕江的足球文化与赛事主要依靠村民们的口口相传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然而，这种传

播方式受限于地域和人际圈子，其传播范围相对狭窄，传播速度也较为缓慢，外界很难全面而深入地了

解“村超”赛事的独特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兴起，“村超”赛事迎来了可视

化呈现的新时代。在数字传播时期，乡村记忆的构建本质上依赖新兴数字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借助诸多

技术达成技术层面的记忆成效。此过程不单着重于记忆资源的数字化保存，亦关注记忆资源的获取与运

用，凭借技术化的感受来获取记忆。 
一方面利用数字化保存技术。“村超”的文化营造项目中数据资源库、研究工具、研究平台等构筑

了一个赛博空间，其中涵盖的“地缘性的具体事物”，如数字化的建筑、足球场、纪念馆，以及“抽象或

思想性的事物”，如数据化的标志、口号、“村超球王”都成为记忆的栖息之地。为固态的记忆载体，如

三宝侗寨的足球场和赛场上的侗族大歌提供数字化储存，记忆主体通过固态的体化实践或者刻写实践承

载乡村记忆的符号意义。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海量的“村超”相关信息进行筛选与整合，精准地获取

那些最具代表性、最能触动人心的记忆资源元素，使更多人能够深入地领略“村超”背后所蕴含的丰富

文化内涵与独特魅力，进而让“村超”的记忆在更广泛的群体中得以传承与延续，绽放出更为绚烂的光

彩。另一方面凭借可视化呈现技术。借助数字化技术所赋予的独特优势，个体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技

术化感受模式来获取记忆。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人们可以仿若真实地置身于“村超”那热闹非凡的

赛场之中，全方位地感受现场的喧嚣、球员的激情以及观众的热情欢呼，从而深刻地获取关于“村超”

的视觉、听觉甚至是情感层面的记忆。在媒介“视觉转向”深入应用的背景之下，数字记忆技术研究的

重点越来越凸显如何对记忆资源进行全方位、跨时空的可视化表达，以此激活记忆的感知觉系统，唤起

记忆的“通感”，展示出“村超”赛事破圈的全过程和催生数字人文的新景观。 
如今，现场观众纷纷拿起手机，拍摄比赛的精彩画面、球员的风采以及观众们的热情欢呼，这些影

像瞬间通过社交平台传播开来。短视频平台上，一个个关于“村超”的视频获得了极高的点击量和关注

度，无论是球员们充满民族特色的入场仪式，还是赛场上紧张刺激的攻防转换，都以直观的视觉形式展

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面前，直播更是让人们能够实时同步地感受“村超”的热烈氛围，仿佛身临其

境。 

6. 结语 

数字传播时代，媒体融合发展和网络深度传播，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二次创作和央视新闻等主流

媒体的站台，助力“村超”的破圈传播。贵州黔东南“村超”火爆出圈不是偶然，是榕江县人民在物质层

面实现脱贫攻坚后在精神层面长期追求中迸发的乡村体育文化景观，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序曲。榕江

县“村超”的文化营造，就是典型的数字人文，是数字传播时代的新潮。本文以贵州榕江县“村超”赛事

为例，分析在数字传播时代，榕江县“村超”的文化营造作为数字人文项目如何建构乡村记忆的景观与

路径。“村超”作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其营造的数字人文项目形成了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新景观，

其形式再生产、内容再生产和意义再生产都适用于“村超”的破圈传播。同时，“村超”的文化营造需面

向数字人文的建构观，即从主体逻辑、数据逻辑和技术逻辑分析记忆主体的多元化、记忆客体的多样化

和记忆中介的数字化以建构数字时代的乡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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